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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和扩张思维与前现代帝国的
宗教政策∗

———一个以政教关系为中心的分析框架

孙砚菲

提要：在研究前现代帝国时，西方学术界倾向于强调前现代帝国较之民
族国家对治下不同宗教和文化具有更大的包容度。 本文提出，前现代帝国对
国教以外的宗教的政策其实大不相同：有些帝国允许各种宗教自由实践和传
播；有些帝国却严厉打击“异端”和“异教徒”，并强令统治下的人群改信国
教。 本文有以下两个贡献：一是按照对国教以外的宗教的“宽容度”对 ２３ 个
前现代帝国的宗教政策进行了区分，并将它们划分为 ６ 个梯队；二是对帝国
宽容度的不同提出社会学的理论解释。 这一理论的关键是“零和扩张”这一
概念。 本文的核心论点是：前现代帝国所尊奉的国教越具有零和性和扩张
性，教权对政权的牵制越大，帝国就越不可能实行容忍多元、灵活变通的宗教
政策，越倾向于打击“异端”和“异教徒”。 或者说，决定前现代帝国宗教宽容
程度的最重要因素不是国家能力，而是帝国所尊奉的国教的性质以及在此基
础上形成的政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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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西方学界掀起了新一波的帝国研究热潮。 在这一波热潮

中，一个反复被强调的主题是帝国———尤其是前现代帝国———对不同

文化的容忍以及帝国文化的多样性。 例如，巴基（Ｂａｒｋｅｙ，２００８）在她的

书中强调奥斯曼帝国对不同宗教和族群的包容以及如何善巧地运用它

们之间的差异性来维持和巩固其统治。 伯班克与库珀（ Ｂｕｒｂａｎｋ ＆
Ｃｏｏｐｅｒ， ２０１０）的著作突出了各大帝国如何包容、操纵，甚至制造其治

下人群的多样性这一主题。 库马（Ｋｕｍａｒ， ２０１７）考察了奥斯曼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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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斯堡帝国、俄罗斯帝国等五个对现代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帝国，
而帝国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也是贯穿该书的主题。 帝国研究的这一问题

意识反映了西方学者对现代民族国家的不满：现代民族国家过度追求

单一民族性和文化整合，导致了前现代帝国时代多彩多姿文化的凋零，
造成了族群冲突。

西方学界产生这一问题意识不难理解，但它也掩盖了前现代帝国

之间的巨大差异。 比如，前现代帝国的文化多样性很大程度上来自其

内部宗教的多样性，但不同帝国对国教以外的宗教的态度其实差异很

大。 有些帝国实行包容政策，允许各类宗教自由发展；有些帝国却严厉

打击“异端”和“异教徒”，并在被征服地区强力推行国家所支持的宗教。
本文有两个目标：一是比较前现代帝国对国教之外的其他宗教的

宽容程度；二是对这些帝国宗教宽容度的不同做出解释。 在此有三点

需要说明：首先，本文只是基于历史的社会学分析。 各宗教的性质和政

教关系在当代社会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本文并不涉及。 其次，本文旨在

分析前现代社会的政教关系及其影响，并不对文中所涉及的宗教本身

进行价值评判。 最后，本文不考察帝国的其他政策维度。 一个对宗教

很宽容的前现代帝国也可能在其他政策维度上表现得不宽容。

一、概念与理论

在本文中，“宗教宽容”指国家对其所支持或奉行的宗教或宗教派

别之外的宗教团体和信徒的包容。 不论帝国对宗教宽容的价值是否有

所认识，不论帝国对某一宗教团体和信徒持赞赏、不置可否还是憎恶的

态度，只要容许他们存在，即被认为是对他们实行了宗教宽容。 因此，
本文所讨论的宗教宽容并不等同于近现代国家基于宗教宽容和宗教自

由等理念而实行的宗教宽容。
对现代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宗教自由思想可以溯源至 １７ 世纪皮

埃·贝尔 （ Ｐｉｅｒｒｅ Ｂａｙｌｅ） 和洛克等思想家提出来的宗教宽容主张

（Ｚａｇｏｒｉｎ， ２０１３）。 到了 １８ 世纪，这一观念得到伏尔泰等启蒙运动知识

分子的力倡而逐渐在知识阶层深入人心。 那个时期的一些开明君主，
如神圣罗马帝国的约瑟夫二世（１７４１ － １７９０ 年）、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

（１７４０ － １７８６ 年）、俄罗斯帝国的凯瑟琳二世（１７２９ － １７９６ 年）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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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都受到这一观念的影响。 同时代的一些思想家（如潘恩）进而提

出，宗教宽容这个概念本身也有误区，因为它含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态

度，意味着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有权来决定对哪些宗教群体开恩。 他

们由此提倡用宗教自由这一概念来替代宗教宽容，意在强调自由地信

仰宗教是不可被剥夺的人权，是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Ｋａｐｌａｎ，２００９：
８－ ９）。 这一宗教自由的思想反映在美国的《权利法案》和法国大革命

中出现的《人权宣言》中。 随着欧美势力的全球扩张，这一理念和与之

相伴的制度安排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形成全球性的趋同。 正因

宗教宽容与宗教自由理念推动下的国家宗教政策的成因与之前的国家

宗教政策的成因很不同，故本文只考察未受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宽容和

宗教自由思想影响的前现代帝国的宗教政策。
另需说明，宗教（不）宽容可指国家对宗教团体的（不）宽容，可指

主流社会对少数群体的宗教的（不）包容，也可指宗教团体之间的（不
能）彼此包容、和平共处。 后两个方面的宽容与国家政策性宽容背后

的原因有很大不同，需要采用不同的分析框架。 出于分析清晰化的需

要，本文只考察帝国统治精英所采取的宗教政策，不涉及后两者。
近年来的研究均强调前现代帝国对文化和宗教的包容，以及帝国

如何管理和利用内部的文化多样性。 这些研究在解释前现代帝国的宗

教多元性时大致遵循两种彼此间并不一定互相排斥的思路。 我们姑且

将它们称为功能主义理论与国家能力理论。
巴基（Ｂａｒｋｅｙ，２００８）指出，帝国追求的是疆域和权力的维持和巩

固，而宽容、迫害、同化与驱逐则是帝国对不同文化的人群的四大统治

策略。 宽容政策能帮助帝国维持和平和秩序，赢得不同群体的忠诚，并
让他们在政治、经济、行政等方面发挥作用。 巴基认为奥斯曼帝国国祚

绵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对治下人群实施了宗教宽容。 对此，我们

不禁要问：既然宽容政策有着如此大的助益，为何不是所有的帝国都采

取此政策呢？ 为何某些帝国的宗教政策会从宽容转向不宽容呢？ 巴基

自己在书中也用其他帝国的例子来衬托奥斯曼帝国的宽容，并且也专

门讨论了奥斯曼帝国后期政策的改变。 然而，在分析奥斯曼帝国的宗

教宽容政策时，她的视角是典型的功能主义，甚至将帝国处理内部差异

的包容性和灵活性也变成了帝国定义的一部分（Ｂａｒｋｅｙ，２００８）。 虽然

她在分析不同帝国间的区别以及对奥斯曼帝国后来的政策变化时不乏

见解，但功能主义视角使她的分析显得就事论事。 总之，对于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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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或者帝国在何种情形下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这一问题，巴基没能提

供系统的分析框架。 另需指出的是，在她的视角下，帝国统治精英考虑

的都是政治和经济得失，不受理念和文化的支配（Ｂａｒｋｅｙ，２００８）。
国家能力理论和巴基的理论有相通之处，但提供了一个更为清晰

的分析框架。 这一理论的要义是：前现代帝国不得不依赖有限的交通

和通信设施以及薄弱的官僚体制来治理一个疆域辽阔、人群多样的国

家，因此，它们都是“侏儒巨人”（ｐｕｎｙ 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Ｈａｌｌ， ２０１２： ３０７），不
得不倚重地方精英的间接统治，并采取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方针，这
就造成了前现代帝国在宗教与文化上的高度多元（Ｈａｌｌ，２０１２；Ｌａｉｔｉｎ，
２００９）。 国家能力理论的优点在于强调了传统帝国所面临的硬条件约

束，并且很容易从它引申出一个解释传统帝国在宗教宽容方面差异的

理论：帝国的治理能力越强，它的宗教宽容性越弱（Ｌａｉｔｉｎ，２００９）。 国家

能力理论是本文的主要对话对象。 笔者认为用这个理论来解释前现代

帝国宗教宽容度的差异会碰到一系列问题。 比如，改奉基督教前后的

罗马帝国在国家治理能力方面并没有明显区别，但它的宗教宽容程度

却发生了巨大变化。① 后文将进一步剖析这一理论在具体经验解释中

出现的偏差。
以上两个理论都侧重前现代帝国的组织特征对帝国行为逻辑的形

塑，而完全忽视了前现代帝国奉行的意识形态对它行为的影响。②

有些帝国研究者在比较帝国与民族国家时，注意到了帝国和民族

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别。 伯班克与库珀 （ Ｂｕｒｂａｎｋ ＆ Ｃｏｏｐｅｒ，
２０１０）指出，在民族主义理念的驱使下，精英们追求建立单民族的政治

共同体，大力推行语言和文化的同质化，并排除异族。 这个过程经常会

导致族群冲突、清洗和屠杀等剧烈的暴力；而前现代帝国由于不受民族

主义理念的绑架，在处理文化和宗教多样性上拥有更大的空间和弹性。
更早的研究者对前现代帝国国教性质也有所关注。 比如在解释伊

斯兰教帝国对犹太人和基督徒的政策时，研究者往往会强调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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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本文提到的“基督教”对应英文中的“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是对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各教派的

统称。
周雪光近年来对中华帝国的治理逻辑进行了许多有意义的探讨（如周雪光，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不过，从学理角度来说他的观点有两个问题：首先，他忽略了意识形态对一个帝国行为逻

辑的影响；其次，他提出和分析的各种“帝国逻辑”往往只是一些一般的组织行为逻辑，
而非帝国所特有。



中关于“有经人”的教义，以及由此衍生的围绕“被保护人” （ｄｈｉｍｍｉ）
这一概念而发展起来的制度安排（Ｌｅｗｉｓ，１９９４）。 研究罗马帝国的专家

也常将罗马改奉基督教看成是帝国宗教政策发生重大改变的关键（ｄｅ
Ｓｔｅ． Ｃｒｏｉｘ， ２００６；Ｇｉｂｂｏｎ， １８３７）。 但研究者并没有从这些个案研究中

提炼出一个用于解释前现代帝国不同宗教政策产生原因的广适性

理论。
中国学者在意识形态和帝国宗教政策关系方面也有论述，但他们

采取的往往是“文明”视角。 比如，马戎（２０１８）引用了钱穆等学者的论

述来强调中华文明对外来宗教的“罕见包容度”，并指出该包容度源自

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基本特质———“非无神论的世俗性”。 马戎的观点

有借鉴意义，但我们必须指出中华帝国对多种宗教的宽容在世界帝国

史上并非“独一无二”。 也许，在一个更大的比较框架下，中华帝国的

一些特性就不再那么特殊了。 此外，文明视角自有它的意义，但国家才

是一个能把文明精神制度化并让它产生重大影响的最为重要的权力行

动者。 与其泛谈文明，不如分析帝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因为它边界清

晰、指向明确，会使我们的分析更为精准。
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强调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关键作用。 为了行

文简约，我且将前现代帝国的主导意识形态称之为“国教”。 虽然国教

是一个较为现代的概念，但古代国家一般都会尊奉某一宗教或者类宗

教的意识形态，给予它特殊地位，把它作为国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按

照本文的分析框架，我们首先需要考察国教的性质，其次考察国家和国

教的结合方式，尤其是政权和教权的力量对比。 政教力量对比决定了

帝国的宗教政策会在何种程度上受到教权的牵引和制约，从而在多大

程度上会受到国教性质的牵引和制约。 如果强为之名的话，我们可以

将本文的理论称为一个以政教关系为中心的理论。
我的理论是对历史社会学中强调政教关系的理论脉络的继承和延

伸。 在《社会权力的来源》中，曼（Ｍａｎｎ，１９８６）认为轴心时代所出现的

几大帝国与不同的世界宗教（ｗｏｒｌ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相结合，①各自结晶成比较

稳定的政教关系，导致了它们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都走向了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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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韦伯在使用“世界宗教”这一个概念时，指的是追随者地理分布广泛并对世界历史进

程影响深远的几大宗教或价值体系。 曼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 对他们而

言，世界宗教一般包括基督教、伊斯兰、印度教、佛教、犹太教，有时也包括儒教与道教。



模式。 在这个意义上，曼 （Ｍａｎｎ，１９８６） 把世界宗教比喻为铺轨工

（ｔｒａｃｋ⁃ｌａｙｅｒｓ）。 相比韦伯的扳道工 （ ｓｗｉｔｃｈｍｅｎ） 之喻 （Ｗｅｂｅｒ，１９４６：
２８０），这个譬喻赋予了宗教文化在形塑社会变迁中更能动、更根本性

的角色。 霍尔（Ｈａｌｌ，１９８５）在他的经典之作《权力与自由》中也从政教

关系出发来分析几大世界宗教与国家力量的结合如何影响国家性质和

国家社会关系，并指出西欧紧张的政教关系制造出了一个极不稳定但

充满活力的社会结构，这正是工业资本主义在西方而不是在其他文明

产生的关键。 赵鼎新（Ｚｈａｏ，２０１５）在他的《儒法国家》一书中对政治、
经济、意识形态和军事这四种权力进行了理想型的演绎，剖析了它们各

自不同的倾向和所引发的不同社会机制。 他指出，四种权力中政治权

力不但具有强制性，而且能通过提供公共物享有绩效合法性，这是其他

权力所不能比拟的。 但由于绩效合法性不具稳定性，政治行动者倾向

于寻找意识形态（在前现代社会则主要为宗教）作为其合法性基础。
另一方面，作为意识形态行动者的宗教势力也有强烈意愿与政治行动

者联手，因为宗教的影响力能通过与强制性的政治力量结合而得到飞

速扩张。① 因此，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宗教）必然会达成紧密的

结合。 赵鼎新进一步指出，这一结合是四种社会权力中最为重要的一

对组合，对历史变迁有最大的形塑作用。 本文延续了以上几位历史社

会学家对政教关系的强调，不过因为要解释的对象不同，本文的分析框

架更突显了主导意识形态（即国教）的性质这一因素的重要性。
本文强调政教关系是造成前现代帝国宗教政策差异的关键，但并

不完全否认国家能力，特别是前现代帝国的社会渗透力对其宗教政策

的影响。 不过，国家治理能力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只居次要位置。 打

个音乐的比方，政教关系定下了前现代帝国宗教政策的主旋律，而国家

治理能力只给了前现代帝国在既定主旋律下即兴演奏的可能性。

二、考察对象

在中国的语境里，帝国这一概念因为西方对全球的掠夺和日本帝

国主义的对华侵略而蒙上强烈的负面色彩。 但是帝国在本文中只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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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学术概念。 它指的是一个通过征服、联姻或继承所形成的政治实体，
其中核心地区通过直接或间接手段对有着不同文化、宗教和族群的边

缘地区实施政治控制（Ｂａｒｋｅｙ，２００８； Ｄｏｙｌｅ， １９８６）。
本文考察的帝国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前现代帝国，

即它的政策与法令尚未受启蒙思想中关于宗教宽容、宗教自由主张的

影响。 第二，它的统治须在时间上有一定的持续性，也就是说本文不考

察像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帝国这种兴起不久就轰然崩塌，宗教政策不能

稳定成型的帝国。 第三，由于涉及面极广，本文只能基于二手资料。 这

就是说本文的考察只局限于那些已经有了大量研究，在相关问题上多

有定论的帝国。 以此为基础，本文考察了 ２３ 个前现代帝国。①

本文考察以今日伊朗为中心的一系列前现代帝国，重点关注居鲁

士所创建的阿契美尼德帝国（前 ５５０ － 前 ３３０ 年）、帕提亚帝国（前
２４７ － ２２４ 年）和萨珊帝国（２２４ － ６５１ 年）。 与这些帝国西边毗邻的是

罗马帝国（前 ５ 世纪 － ４７６ 年）。 西罗马灭亡后，日耳曼人在欧洲建立

了自己的帝国，包括加洛林帝国（８００ － ８８８ 年）和奥托一世所建立的神

圣罗马帝国（９６２ － １８０６ 年）。 西罗马覆亡后，东罗马帝国（又称拜占庭

帝国，约 ３３０ － １４５３ 年）依然国祚绵延。 这些罗马、日耳曼系列的帝国

也在考察范围。
本文考察的伊斯兰教系列的前现代帝国包括四大哈里发（６３２ －

６６１ 年）、倭马亚哈里发（６６１ － ７５０ 年）、阿拔斯哈里发（７５０ － １２５８ 年，
１２６１ － １５１７ 年）、法蒂玛哈里发（９０９ － １１７１ 年）以及科尔多瓦哈里发

（９２９ － １０３１ 年）。 此外，非阿拉伯人所建立的伊斯兰教帝国，比如转奉

伊斯兰教后的蒙古三大汗国———金帐汗国（约 １２４０ － １５０２ 年）、伊尔

汗国（１２５６ － １３３５ ／ １３５３ 年）和察哈台汗国，以及奥斯曼帝国（１２９９ －
１９２２ 年）、莫卧儿帝国（１５２６ － １５４０ 年、１５５５ － １８５７ 年）和萨法维帝国

（１５８７ － １６２９ 年）也在考察范围之内。
蒙古人所建立的帝国也是考察对象。 蒙古帝国的形成一般从

１２０６ 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开始算起，其后成吉思汗子孙统治的四

大汗国———元帝国、金帐汗国、察哈台汗国、伊尔汗国各自为政。
西班牙帝国也在考察范围之内。 １４６９ 年，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卡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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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研究还在进行中。 本文是第一阶段研究的成果，侧重考察欧亚大陆出现的对世界历史

进程有重大影响的帝国。 其中奉行佛教、印度教的帝国尚未能包括在内。



蒂利亚王国与阿拉贡王国联姻成为共主联邦，西班牙具备了国家雏形。
之后，这一共主联邦携手继续进行针对曾经统治西班牙大部分地区

的穆斯林，也即摩尔人的“再征服运动” （Ｒｅｃｏｎｑｕｉｓｔａ），并在 １４９２ 年

拔除了他们最后的据点。 同年，哥伦布发现美洲，西班牙开始了海外

殖民。
本文还考察了明、清帝国。
需要指出，由于帝国在形成和崩溃时期的宗教政策很不稳定，我们

考察的是处于相对稳定时期的帝国宗教政策。

三、衡量帝国的宗教宽容

本文依据四个标准来衡量前现代帝国的宗教宽容度：（１）帝国许

可或压制的宗教的范围；（２）帝国对被许可宗教的歧视和限制程度；
（３）帝国对不被许可宗教的压制程度；（４）帝国是否强迫改变信仰。 依

照这些标准，按帝国宗教宽容程度的递减，笔者将所考察的帝国划分为

六个梯队。

（一）第一梯队

在宗教政策方面最为宽容的帝国包括阿契美尼德帝国（尤其是居

鲁士时期）和稍后出现的帕提亚帝国。 这些帝国包容、吸收甚至支持

各类宗教，没有实行针对特定宗教的歧视和限制，更没有强迫被征服地

区的人群改信。 第一梯队同时也包括未分裂前的蒙古帝国、元帝国和

归信伊斯兰教前的金帐汗国、伊尔汗国、察哈台汗国。
居鲁士圆筒（Ｃｙｒｕｓ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这一 １８７９ 年的考古发现使阿契美尼

德帝国的居鲁士大帝（前 ６００ －前 ５３０ 年）以宗教宽容政策而闻名。 该

圆筒是公元前 ５３９ 年居鲁士大帝在征服巴比伦后所制。 其上所刻的文

字显示居鲁士大帝向巴比伦的守护神马杜克（Ｍａｒｄｕｋ）表达敬意，他不

仅让被征服的人群继续他们的宗教活动，而且积极帮助他们重返家园。
犹太人也因此脱离了 “巴比伦之囚”，重返耶路撒冷并重建神殿

（Ｍａｌｌｏｗａｎ，１９８５）。 居鲁士后的皇帝大流士（前 ５５０ － 前 ４８７ 年）也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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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了这一政策。①

阿契 美 尼 德 帝 国 后 来 的 统 治 者 加 强 了 与 琐 罗 亚 斯 德 教

（Ｚｏｒｏａｓｔｒｉａｎｉｓｍ）之间的纽带。 琐罗亚斯德教有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一

神教。 据考古发现，大流士之后的皇帝薛西斯（前 ５１９ － 前 ４６６ 年）将
境内一处奉祀古印度—伊朗神灵的处所改祀琐罗亚斯德教的至高之神

阿胡拉·马兹达（Ｒｏｓｅ， ２０１４）。 这或许表明随着帝王对琐罗亚斯德教

的尊崇，帝国后期对其他宗教的宽容程度有所减弱。
帕提亚帝国深受希腊文化影响，境内各处神庙同时供奉希腊与伊

朗的神祇，不同来源的神灵也被糅合在一起。 帝国境内的犹太人、基督

徒、佛教徒都得以自由地信奉他们的宗教 （ Ｎｅｕｓｎｅｒ， １９８３； Ｒｏｓｅ，
２０１４）。 虽然琐罗亚斯德教不再享有它在阿契美尼德帝国后期的一些

特权，但其教士仍得以出入宫廷，并得到宫廷的资助编撰该教的经典

（Ｂｉｖａｒ，１９８３）。
蒙古人一向以攻城掠地时的残暴著称，然而在其占领的土地上却

施行着非常宽容与开放的宗教政策。 蒙古人传统上信仰萨满教。 成吉

思汗（１１６２ － １２２７ 年）建国后不久就制定了法典《大札撒》，规定尊重

所有宗教，并且不得让某一宗教凌驾于他教之上。 在蒙古帝国治下，任
何宗教都可以建造宗教场所和自由传教，宗教人士也能免于赋税和差

役。 佛教、道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及各

宗教的不同派别都得以生存和发展（Ｌａｎｅ，２００６）。 另外一个对宗教持

开放态度的表征是宫廷时常组织各宗教人士之间的辩论。 忽必烈

（１２１５ － １２９４ 年）也热衷此道，虽然他本人偏好藏传佛教。 忽必烈后的

元朝统治者也大都偏爱藏传佛教，但仍然对其他宗教施行宽容政策。

（二）第二梯队

在宗教政策上，罗马帝国在奉基督教为国教前后截然不同。 奉基

督教前的罗马帝国与明、清帝国有较大的相似性。 论宽容程度，它们都

排在第二梯队，其特征是帝国包容多种宗教，对于各种被许可的宗教没

有系统性的歧视政策，同时也没有将自己奉行的宗教强加在被统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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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居鲁士和大流士对被征服人群非常宽厚的宗教政策在古代近东这些深植于多神教传统

的帝国里并非独树一帜。 出于政治考量，这些帝国有时强行迁移人群，甚至亵渎、捣毁他

们神庙，但它们都会允许被征服的人群继续信奉他们的神灵。



人群之上。 与第一梯队帝国不同的是，第二梯队帝国的宽容有明显的

边界：罗马帝国压制基督教和被它视为有悖公共道德的宗教活动，而明

帝国和清帝国则对秘密社会和“淫祠”进行打压。
罗马人的信仰属于多神崇拜，每个城市均有自己的保护神。 在罗

马人的观念中，罗马的福祉仰仗神明的庇佑，冒犯、亵渎神明的行为会

招致神明的报复。 因此，罗马公民的一项义务就是参与对神明的公共

祭祀。 在帝国后期，对罗马皇帝的崇拜成为罗马国教的组成部分，也成

了考验民众对帝国忠诚度的试金石。 在基督教化之前，帝国对被征服

之地的人民持非常开放的态度，帝国征服史也是一部吸纳各地神灵到

罗马神殿的历史。 罗马人在征服意大利西北部的伊特拉斯坎人和希腊

人后吸收他们的神祇，学习他们的宗教仪式 （Ｍｏｍｉｇｌｉａｎｏ ＆ Ｐｒｉｃｅ，
２００５）。 希腊的神祇在罗马化后甚至成了罗马神殿的主要组成部分。
随着帝国东扩，东方的神祇也成为罗马人崇拜的对象。 源自埃及的伊

西斯女神（Ｉｓｉｓ）和源自波斯的密特拉神（Ｍｉｔｈｒａｓ）在帝国全境广受膜拜

（Ｍｏｍｉｇｌｉａｎｏ ＆ Ｐｒｉｃｅ， ２００５）。 犹太人独奉一神，视其他神灵为偶像。
这种排他的做法与帝国的宗教观相抵触，但帝国出于对传统的尊重，对
犹太人的信仰也给予了充分尊重，允许犹太人免于参加罗马人对神祇

的公共祭祀和皇帝崇拜。
然而，罗马帝国的宽容有比较明确的边界。 首先，帝国不允许宗教

活动有悖风尚。 例如，帝国查禁了高卢和不列颠的凯尔特人的祭司德

鲁伊（Ｄｒｕｉｄｓ），因为他们用活人祭祀。 意大利南部酒神崇拜中出现的

性狂欢也为帝国所不容（Ｍｏｍｉｇｌｉａｎｏ ＆ Ｐｒｉｃｅ， ２００５）。 帝国也不能容忍

传播迅速、组织紧密且不顺从的宗教团体。 最为后人熟知的就是帝国

对基督徒的迫害。 出于一神信仰，基督徒视罗马人的多神崇拜为偶像

崇拜，视罗马人为异教徒（ｐａｇａｎｓ），拒绝参加罗马人的公共节日和皇帝

崇拜。 基督教是新兴宗教，因此基督徒无法像犹太人一样证明自己信

仰悠久而获得不参与罗马公共宗教活动的特权（ｄｅ Ｓｔｅ． Ｃｒｏｉｘ， ２００６）。
而且，基督教的传播跨越地域、阶层和文化，造就了一个分布广泛且成

员关系紧密的团体，因此容易被帝国视为政治威胁（Ｍａｎｎ， １９８６）。 应

当指出的是，尽管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迫害被后世极力渲染，但事实

上，帝国对基督教的压迫大多是间歇性和地方性的。 地方长官一般不

积极主动迫害基督徒，他们抓捕基督徒往往是迫于民意———当民众把

当地的灾难归罪于基督徒拒绝参加公共献祭而导致神灵发怒时，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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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官不得不采取行动。 地方长官一般也不愿意对基督徒开杀戒。 通

常，只要基督徒愿意在神灵面前献祭，在皇帝的守护神（ｇｅｎｉｕｓ）前完成

崇拜仪式，该基督徒即可获得释放。 真正意义上的帝国范围的第一次

迫害发生在 ２４９ 年，但不久就戛然而止。 罗马皇帝戴克里先（２８４ － ３０５
年在位）时期发起的“大迫害” （Ｇｒｅａｔ Ｐｅｒｓｅｃｕｔｉｏｎ）在东罗马仅持续 ９
年，即 ３０３ － ３１２ 年，在西罗马仅持续了 ２ 年，即 ３０３ － ３０５ 年。 戴克里

先也迫害过摩尼教，原因是它和基督教一样也是传播迅速的新兴宗教，
并且还受到帝国的敌人———萨珊帝国的支持（Ａｒｅｎｄｚｅｎ，１９１０）。

明、清帝国有许多区别，但它们都尊奉儒教为国家核心意识形态。
祭祀是儒教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家祭祀（ｓｔａｔｅ ｃｕｌｔ）也是国家政

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祭祀的对象包含天地、山川、星宿等自然神、
皇室祖先、儒家圣贤、历代名王、豪杰、学问家、道德典范以及个别民间

宗教的神祇。 朝廷将这些对象按其对社稷的贡献分为不同级别，最高

级别的如天地、宗庙、社稷、山川由皇帝亲自祭祀，其他的由县或以上层

级的官员岁时致祭（赵轶峰，２００８）。 此外，地方官员还上报符合儒家

道德并彰显神力的神灵以及道德典范人物，经礼部核议后，列入祀典。
官方祠庙得到朝廷敕封的匾额并享受拨款补助。 帝国也支持佛、道等

其他宗教，佛寺道观遍布全国，皇室还修建皇家寺庙和道观。 在一些官

方仪式中，如阵亡将士的超度仪式和祈雨仪式，儒士、法师和道士都会

参加，体现了帝国对不同宗教的兼容（赵轶峰，２００８）。 明、清均优待藏

传佛教，这既与帝国对宗教的兼容政策一脉相承，也是帝国通过笼络藏

传佛教精英来稳定、治理边疆的手段（王钟翰，１９９２；赵轶峰，２００８）。
因为帝国兼容并包的政策，天主教在中国也曾有发展的机会。 耶稣会

教士在明末清初的宫廷里颇得圣宠，天主教的各种修会因此纷纷在中

国建堂传教。 只是因为礼仪之争，康熙（１６５４ － １７２２ 年）才决定禁止天

主教在中国的传播。
与罗马帝国相似，明、清帝国对于宗教的宽容也有明显边界。 比

如，明、清帝国都对白莲教一类的秘密宗教严力打压，因其宣扬末世、鼓
动人心，且成员联结紧密、动员能力强，易对政权造成威胁。 此外，官方

亦把不在祀典的民间祠祀视为淫祠淫祀，并颁布禁令。 不过，对淫祠的

打压多是以儒教正统自居的官员的地方性行为，既无普遍性也无持续

性，故而打击的成效甚微（王健，２００３；赵轶峰，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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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梯队

萨珊帝国处于宗教宽容的第三梯队。 它独尊一教，打击异端与叛

教者，但它基本容忍其他宗教的存在，没有强迫改信的行为。 萨珊帝国

是在反叛帕提亚帝国的过程中诞生的，为了合法化它的统治，帝国以阿

契美尼德帝国的继承人和琐罗亚斯德教的卫护者自居。 它将琐罗亚斯

德教扶为国教，收集整理经典，培养教士集团，并立大祭司为宗教权威。
由此，宗教（琐罗亚斯德教）、政权（萨珊波斯）、族群（伊朗人）的结合

逐渐形成。 帝国扶植琐罗亚斯德教为正统，将与琐罗亚斯德教同源的

摩尼教和马兹达克教（Ｍａｚｄａｋｉｓｍ）等教派作为异端来打压，同时也迫

害出教者（Ｙａｒｓｈａｔｅｒ，１９８３ｂ）。 但帝国容许其他宗教团体的存在，并不

强令这些团体改信。 唯一的例外发生在耶兹底格德二世（Ｙａｚｄｅｇｉｒｄ ＩＩ，
４３８ － ４５７ 年在位）时期。 在征服亚美尼亚后，他迫令当地的基督教徒

改信琐罗亚斯德教。 但这是因为亚美尼亚人在公元 ４ 世纪改信基督教

前奉的是琐罗亚斯德教，故而被他视为叛教者。 尽管如此，面对亚美尼

亚人激烈的抵抗，帝国很快就放弃了强迫亚美尼亚人改宗的计划

（Ｒｏｓｅ， ２０１４）。 犹太人和佛教徒虽遭到零星的压迫，但他们在帝国境

内依然能够生存。 犹太人在萨珊帝国享有较大的自由和权利，他们分

布在多个城市，处在半自治的状态（Ｎｅｕｓｎｅｒ， １９８３）。 佛教在帝国的东

部，尤其是巴米扬地区仍有较大影响（Ｅｍｍｅｒｉｃｋ， １９８３）。 基督徒大体

上也被帝国容忍（Ａｓｍｕｓｓｅｎ， １９８３）。 对基督徒的几次打压都缘于政治

考量。 萨珊帝国与罗马帝国以及其后的拜占庭帝国是死敌。 当罗马帝

国迫害基督徒时，萨珊帝国接收了许多逃难的基督徒。 然而，当君士坦

丁大帝尊崇基督教后，沙普尔二世（Ｓｈａｐｕｒ ＩＩ， ３０９ － ３７９ 年在位）便对

境内的基督徒进行迫害（Ｒｏｓｅ， ２０１４），强行把聚居在罗马帝国边境的

基督徒迁往他处，对基督徒课以重税，并迫害反抗者。 萨珊帝国支持境

内的基督徒与罗马的教会脱离关系。 在它的支持下，波斯教会于 ４２４
年切断了与罗马教会的关系，建立了独立的东方教会，自选宗主教，并
在其后奉被罗马教会定为异端的聂斯脱利派为正统。 此后，波斯教会

在萨珊帝国的处境大有改善，虽也曾遭打击，但仍得以存活、壮大，并在

境外进行传教活动。

（四）第四梯队

各伊斯兰教帝国尽管在宗教政策上各异，但大体遵循如下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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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独尊一教，压制异端和叛教者，强迫多神教徒改信，允许其他一神

教存在，但对它们有歧视性政策。 按本文的衡量标准，大多数伊斯兰教

帝国排在第四梯队。 不过，萨法维帝国是个例外，它虽信奉伊斯兰教，
但宗教政策却有别于伊斯兰教帝国的基本模式。

第四梯队的伊斯兰教帝国奉伊斯兰教为国教。 穆斯林享有特权。
非穆斯林中，有些宗教群体被划入齐米（ｄｈｉｍｍｉ），即被保护人的行列。
他们可以继续自己的信仰，但其宗教活动以不扩张影响、不影响穆斯林

为限，比如不能建造新宗教场所、不能传教、教堂不能敲钟，等等。 齐米

需要缴纳人头税（ｊｉｚｙａ），他们的社会权利和地位要低于穆斯林。 比如，
齐米不能随身携带武器，被排除在帝国的兵役之外，不能骑马，穿戴不

能显贵。 不过，齐米人身财产受到保护，除了一些涉及政治、军事的职

位以外，他们的职业选择几乎不受限制。 非穆斯林群体如不在齐米之

列，就不能继续自己的信仰，将被迫归信伊斯兰教。 一般情况下，一神

教如犹太教、基督教的教徒在齐米之列。 不过，在莫卧儿帝国，多神信

仰的印度教徒也享有齐米的地位。
在第四梯队的帝国中，奥斯曼帝国、科尔多瓦哈里发、莫卧儿帝国

以宽容著称。 奥斯曼帝国通过米勒（ｍｉｌｌｅｔ）制度将对齐米群体的宽容

制度化。 帝国承认希腊正教会、亚美尼亚人的格列高利教派和犹太教

会等宗教群体为不同的米勒。 在这些米勒里，他们可以保留自己原有

的语言、宗教信仰以及文化；宗教领袖负责收税等行政事务；米勒还可

以保留自己的法庭，根据原有的宗教习惯与法律来处理社团内的婚姻、
离婚、遗产以及继承等事务。 在科尔多瓦哈里发治下的西班牙，伊斯兰

教徒、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一般能够和平共处（ｃｏｎｖｉｖｅｎｃｉａ），异教徒可

任公职，犹太文化还迎来了它的一个黄金时期（Ｍｅｎｏｃａｌ， ２００２）。 莫卧

尔帝国大部分时期的宗教政策相当宽容。 尤其在阿克巴（１５５６ － １６０５
年在位）时期，他对其他宗教的宽容度明显超出了一般伊斯兰国家的

做法，比如他废除了非穆斯林所需缴纳的人头税，允许印度教徒建造新

的神殿和担任高级行政与军事职务，并与印度种姓中作为职业战士的

拉其普特人联盟，使他们成为帝国忠实的战士；他还在宫廷中组织了宗

教间的辩论，甚至试图揉合不同宗教的教义，以调和它们的矛盾。 阿克

巴宽容的宗教政策大体上被他儿子所继承。 但是他的孙子开始向正统

逊尼派回归，而重孙奥朗则布（１６５８ － １７０７ 年在位）则重新向非穆斯林

征收人头税，将印度教徒清除出官员队伍，并要求拉其普特人的王位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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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人归信伊斯兰教。 奥朗则布的这些行为引发了拉其普特人的反叛，
在镇压过程中奥朗则布大举拆毁印度教的庙宇与神像（Ｄａｌｅ， ２００９）。

（五）第五梯队

第五梯队包含奉基督教为国教的罗马帝国、加洛林帝国、神圣罗马

帝国和拜占庭帝国。 这些帝国独尊一教，打击异端和叛教者，强迫异教

徒改教。 唯一被允许存在的是犹太教，但是犹太人所受的限制和歧视

要大大超过其在伊斯兰教帝国下的境遇。 西班牙也属基督教帝国，不
过它的宗教政策与第五梯队的基督教帝国的基本模式有所不同。

基督教帝国经常迫害异端。 从 ３２５ 年第一次尼西亚会议确立了基

督教的正统教义后，国家就积极介入对异端的镇压。 ３８０ 年基督教被

奉为国教后，对正统教义的偏离被视为对国家的犯罪。 在拜占庭帝国，
皇帝与立场一致的教士结盟，对被认定的异端分子处以绝罚、监禁或驱

逐（Ｈｕｓｓｅｙ， ２０１０）。 在神圣罗马帝国，教会负责侦查、审问和裁判异

端，世俗政权则予以配合。 宗教裁判所将“冥顽不化的异端份子”交给

世俗权力机构，后者将他们处以火刑（Ｄｅａｎｅ， ２０１１）。
信奉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和拜占庭皇帝施行了压制异教徒的政策，

他们禁止多神教庆祝节日及举行宗教活动，改神殿为教堂，强迫异教徒

改信基督教。 ４７６ 年西罗马帝国覆亡后，归信了基督教的日耳曼政权

也强迫异教徒改信。 例如，查理曼大帝（７６８ － ８１４ 年在位）打败了萨克

森人后，强令他们改信基督教，萨克森人不从并起兵反叛，查理曼再次

打败了他们，并在凡登（Ｖｅｒｄｅｎ）大开杀戒。 其后查理曼制定法令，规
定拒绝受洗的萨克森人将被处死（Ｆｒｉｅｄ， ２０１６）。 除压制多神教外，基
督教帝国还迫害摩尼教。 罗马帝国的狄奥多西大帝①在奉基督教为国

教后就开始迫害摩尼教，下令处死摩尼教的僧侣。 拜占庭帝国对摩尼

教的迫害也不遗余力（Ａｒｅｎｄｚｅｎ，１９１０）。 在这样的打压下，大约在 ６ 世

纪，多神教和摩尼教在欧洲销声匿迹，欧洲成了一个基督教世界。
基督教帝国唯一容许存在的其他宗教是犹太教，但犹太教也备受

歧视。 罗马帝国东部皇帝狄奧多西二世于 ４３８ 年将君士坦丁大帝以来

的皇帝谕令加以汇编，形成第一部官修法典《狄奧多西法典》。 该法典

明确规定，犹太人不能担任公职，不能与基督徒结婚，不能购买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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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不能建造新的犹太教堂（Ｓｈａｒｆ， １９７１）。 在拜占庭帝国，这部法典

被 ６ 世纪出现的《查士丁尼法典》替代，《查士丁尼法典》在保留《狄奧

多西法典》对犹太人歧视性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其他限制。 在

原属西罗马帝国的地区（包括神圣罗马帝国），《狄奧多西法典》一直使

用至 １２ 世纪。 在神圣罗马帝国，教宗英诺森三世于 １２１５ 年召开了第

四次拉特朗公会议，重申犹太人不可担任公职，更规定犹太人的着装需

要做特殊标记。 事实上，犹太人在神圣罗马帝国下的处境要比在拜占

庭更为艰难（Ｍｏｏｒｅ， ２００８）。 在拜占庭帝国，犹太人虽也遭遇迫害，甚
至被强令改信，①但大多数时期他们的安全基本能够得到保障，也能实

践自己的宗教，尽管有明文限制，犹太人还是担任了公职 （ Ｓｈａｒｆ，
１９７１）；而在神圣罗马帝国，他们只能从事某些行业，与基督徒隔离居

住，更成为皇帝榨取财富的工具。 尤其是在 １１ 世纪之后，犹太人地位

岌岌可危。 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１０９６ － １０９９ 年）开始，神圣罗马帝国

境内经常掀起驱逐、迫害犹太人的浪潮（Ｃｈａｚａｎ， １９８７； Ｍｏｏｒｅ， ２００８）。

（六）第六梯队

本文考察的所有帝国中，最不宽容的当属萨法维帝国和西班牙帝

国。 它们独尊一教，打击异端和叛教者，持续且大规模地强迫异教徒改

教。 萨法维帝国奉十二伊玛目什叶派为国教，禁止除此之外的任何其

他穆斯林教派存在。 伊朗地区绝大多数人口在此之前为逊尼派穆斯

林，但是帝国强迫他们转奉十二伊玛目什叶派，强令他们詈骂逊尼派所

推崇的最早的三位哈里发，顽固不从者遭到囚禁或处死（Ａｂｉｓａａｂ，２００４）。
帝国在征服阿塞拜疆等地后，也强迫当地的逊尼派穆斯林改信。

卡斯蒂利亚的伊萨贝拉和阿拉贡的斐迪南联姻后，继续再征服运

动，终于在 １４９２ 年攻克了格林纳达这一穆斯林在西班牙的最后据点。
根据战后协议，穆斯林可以继续自己的信仰。 王室对犹太人则毫不留

情，强迫他们改信基督教，否则就逐出西班牙。② 此后不久，教会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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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拜占庭皇帝赫拉克利奥斯一世（６１０ － ６４１ 年在位）和巴齐尔一世（８６７ － ８８６ 年在位）
时期。
再征服运动中，在那些已从穆斯林政权那里夺回控制权的地方，对犹太人的迫害从 １４ 世

纪就已开始。 １３９１ 年针对犹太人的社会暴乱和屠杀席卷多个城市，大量犹太人被迫改

信基督教。 之后，王室对犹太人也越来越严苛，制定和执行了歧视性政策。 为了甄别改

信基督教的犹太人中的伪信者和异端，王室在 １４７８ 年设立了宗教裁判所 （Ｋａｍｅｎ，
２０１４）。



战后约定，开始强迫穆斯林改信基督教，引起穆斯林叛乱，王室即撕毁

前约，令穆斯林在改信基督教和被驱逐之间做选择。 大量犹太人和穆

斯林逃离了西班牙，留下来的则被迫改信。 改信后的穆斯林被禁止说

阿拉伯语，禁穿戴民族服饰，禁止延续自己的习俗，并要将儿子送到卡

斯蒂利亚去接受天主教教育（Ｐｅｒｒｙ，２０１３）。 国家还设立宗教裁判所来

甄别新基督教徒中的伪信者和异端。 一旦被认定，他们将遭驱逐、监禁

或处死（Ｋａｍｅｎ，２０１４）。 到 １８ 世纪末，伊斯兰教在西班牙已销声匿迹

（Ｍｅｓａ，２０１２）。 西班牙帝国在海外殖民地也强迫当地土著改信天主

教，对不从者加以严惩甚至屠戮，导致了拉丁美洲等地的天主教化。 宗

教裁判所制度也随着西班牙的殖民走向海外。

四、解　 释

依其对国教之外的宗教的宽容度，前文将前现代帝国排成六个

梯队。 为什么它们的宗教政策会呈现如此差异呢？ 如前所述，学者

们往往将帝国对不同宗教的包容归因于帝国弱小的治理能力，由此

得出推论：一个帝国的国家能力越弱，其宗教政策就可能越宽容；反
之亦然。 然而，该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前现代帝国的宗教政策会呈

现出六个梯队。 譬如，前现代帝国中的明、清帝国和基督教化前的罗

马帝国在国家能力方面位列前茅。 明、清拥有强大的官僚体系，成熟

的郡县制直接控制了广大的核心区域，而儒家文化造就了一个同质

化的精英阶层，大大增强了帝国的渗透力（ Ｚｈａｏ，２０１５）。 在罗马帝

国，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遍及全境，帝国将地方精英吸纳为罗马公

民，并为他们提供了罗马化、同质性的娱乐和生活方式，使来自不同

文化的地方精英有很强的向心力（Ｂｕｒｂａｎｋ ＆ Ｃｏｏｐｅｒ， ２０１０； 赵鼎新，
２００９）。 如以上国家能力理论成立，明、清与罗马帝国在宗教政策上

都应表现得很不宽容才对，然而这三个帝国的宗教政策都相当宽容。
再如，神圣罗马帝国和萨法维帝国的国家能力在本文所考察的帝国

中居于末端。 前者的国家能力被大小领主、教会势力所分割和削弱；
后者在帝国形成后不久即被奥斯曼帝国打得元气大伤，而且帝国所

倚靠的部落联盟极不稳定，致使国家长期陷于内乱。 按国家能力理

论，它们都应该实施比较宽容的宗教政策，然而这两个帝国都以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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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不宽容而闻名。
本文采用的是以政教关系为中心的解释框架。 该框架首先要求我

们考察帝国所尊奉的国教对帝国宗教政策的影响，其次考察政权和教

权的结合方式，尤其是它们之间的力量对比。

（一）国教性质对帝国宗教政策的影响

以往的著作也涉及到帝国所奉意识形态或宗教的性质对其宗教

政策的形塑。 突出的一个观点是区分一神教与多神教的国教对帝国

宗教宽容程度的影响。 休谟在《宗教的自然史》 （Ｈｕｍｅ，１９５７）中提出

过一个观点：一神教的教义有着内秉的不宽容性，而多神教的教义有

着内秉的宽容性。 言下之意是：当一个国家信奉一神教时，该国家对

于其他宗教就会很不宽容，而当一个国家信奉多神教时，该国家对于

其他宗教就会比较宽容。 吉本在《罗马帝国的衰亡》 （Ｇｉｂｂｏｎ，１８３７ ／
１７７６）中则将罗马帝国转奉基督教为国教之后宗教政策走向不宽容

归因于多神教与一神教的性质不同。 西方先哲的这一观点在当代研

究罗马帝国历史的名著中仍余响不绝（见 Ｂｏｗｅｒｓｏｃｋ，１９９６；ｄｅ Ｓｔｅ．
Ｃｒｏｉｘ， ２００６）。 它们的逻辑也多相似：多神教相信诸神各有其灵验处，
主司不同的职责或管辖不同的地域。 总之，在神殿里增添新神，与原

来的神祇之间并不冲突，故而多神教对其他信仰倾向于吸收与融合。
而一神教则相信除了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真神外，其他的神灵和信仰

都是虚妄、邪恶、需被弃绝的，因此对其他宗教自然会采取排斥态度。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信奉多神教的罗马帝国对各地诸神灵俱能一应包

容，而转奉基督教之后的罗马帝国开始打击压制基督教之外的其他

宗教。
用一神教与多神教的不同来解释罗马帝国宗教政策的转变非常贴

切，但如用其来分析其他前现代帝国的宗教政策就会出现问题。 首先，
有些帝国尊奉的意识形态，比如儒教和佛教很难被简单标记成一神教

或多神教。 更重要的是，排在第三至第六梯队的帝国所奉的国教都是

一神教，一神 ／多神的单维度区分显然不能辨析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
伊斯兰教之间的差别。 本文的策略是把宗教的性质按零和性 ／非零和

性以及扩张性 ／非扩张性分解成两个维度。 判断一个宗教的零和性，即
看它是否在自己和别的宗教或宗派之间划下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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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将其他宗教或宗派视为错误甚至是邪恶；①判断一个宗教的扩张性，
即看它是否具有让其他人群接受自己的信仰与价值的强大传教冲动。
根据这两个维度，下表对各类宗教进行了归类，并列出了奉相应宗教为

国教的帝国倾向采取的宗教政策。

　 　 　 国教的性质对帝国宗教宽容度的影响

非零和宗教 零和宗教

非扩张宗教

兼容并包各种宗教 打击异端、叛教者，但允许其他宗教存
在，一般不会强迫其他宗教信徒改信

例子：多神教、儒教 例子：琐罗亚斯德教

扩张宗教

对其他宗教有一定程度的宽容，
倾向于将它们的神灵吸纳进自己
的系统，把它们放在神灵系统的
较低层

打击异端、叛教者，对其他宗教一般不
宽容，并且会强迫其他宗教信徒改信

例子：佛教 例子：伊斯兰教、基督教

本文考察的是前现代的宗教的性质。 当然，一个宗教的零和程度

和传教动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中会有很大差别。 不过，
当我们采取长时段、大历史的比较视角，不同宗教各自的特征还是清晰

可见，并且不同宗教之间的差异一般来说要大于各自内部的差异。 以

下的讨论围绕上表展开。
多神教和儒教是非零和非扩张宗教的典型的例子。 以上已经讨论

过多神教的特性，以及分析了为什么信奉多神教的帝国对不同来源的

神祇和宗教实践会兼容并蓄。 下面简单分析一下儒教。 儒教含有许多

宗教元素，如天命观、祖先崇拜和神灵祭祀系统，但它更关注此生而非

来世的救赎。 虽然儒教并非典型宗教，②但它拥有与传统宗教对应的

地位与功能，包括为民众提供行为上的准则和精神上的归止之处，塑造

社会关系，并在被国家吸纳后提供政治合法性、形塑国家政策和定义国

家社会关系。 无论儒教是否被视为宗教，不可否认的是它既不零和也

没有强大的传教动力———它不将自己视为唯一真理，也很少有强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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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中的“零和性”指的是一种我的获得就是你的失去，我获得越多你就失去越多的状

态。 换言之，零和性是一种强烈的排他。
对宗教的定义大致可从两种路径出发，即功能性定义和实质性定义。 如遵照多数功能性

定义，儒教毫无疑问可被视为宗教。 而大多数实质性定义将与超自然力量的互动视为宗

教最本质的特征。 按此定义，儒教也许并非典型宗教。



他人群转信儒教的冲动。 而且，因为儒教自身没有提供很强的祈福禳

灾和来世救赎的功能，所以尊奉儒教的帝国给其他宗教满足这类需求

留下了很大空间。 鉴于多神教和儒教非零和非扩张性的特质，奉多神

教的罗马帝国、帕提亚帝国、蒙古人在改信伊斯兰教前所建立的诸多帝

国，以及尊儒教的明、清帝国对待非国教的宗教都相当宽容，排在宗教

政策最宽容的第一和第二梯队之列。
在非零和但具有强烈扩张冲动的一类宗教中，佛教是个代表。 佛

教鼓励皈依三宝，有较强的传教动力。 佛教的传教动力会促使尊奉佛

教的帝国利用国家力量来扩大佛教影响。 但佛教并不具零和性。 虽然

它视自己为引向解脱或成佛的正道，比其他宗教要究竟彻底，但并不截

然把他教视为虚假或邪恶。 对佛教来说，死后的归途并不止于二元对

立的天堂和地狱二趣，而是六道轮回；别的宗教虽不能像佛教那样帮人

脱离六道轮回之苦，但亦能教人向善，积累功德，使人来世生于人、天等

善道。 佛教因此会将其他宗教的元素改头换面并给予它们在佛教中一

个比较低端的位置。 佛教的非零和性使得佛教帝国很难以佛教教义为

名来逼迫其他宗教信徒改信或严惩异端和出教者。 限于目前研究的进

度，本文暂不涉及佛教帝国，但如果本文的理论成立的话，佛教帝国的

宗教政策大致会排在多神教、儒教帝国之后，而在奉琐罗亚斯德教的萨

珊帝国之前。
琐罗亚斯德教可视为零和非传教宗教的代表。 诞生于印度—伊朗

多神教宗教土壤的琐罗亚斯德教尊阿胡拉·马兹达为唯一永恒、自存

自有、创造宇宙一切善物的最高主宰，而将原印度—伊朗神系中的一些

神祇贬为魔鬼 （ Ｙａｒｓｈａｔｅｒ，１９８３ａ）。 在它的教义里，宇宙受到善神

（Ｓｐｅｎｔａ Ｍａｉｎｙｕ）与恶神（Ａｎｇｒａ Ｍａｉｎｙｕ）两种力量的控制，二者永恒对

立，进行殊死争战，而人以自由意志选择善恶，到了末日审判时凭着做

过的善行或恶行或上天堂或下地狱。 琐罗亚斯德教善恶截然分明、永
恒对立的宇宙观中不存在模糊地带，具有很强的零和性。 但是一般不

寻求归信者的琐罗亚斯德教没有很强的传教扩张动力。
因为琐罗亚斯德教的零和性，尊奉其为国教的萨珊帝国对教内的

异端和改信他教者容忍度很低，故而会镇压产生于自己土壤中的摩尼

教和马兹达克教以及改信他教的琐罗亚斯德教教徒。 当遭遇到传教动

力很强的宗教，如基督教和佛教时，琐罗亚斯德教会感受到威胁，受它

左右的帝国也因此会时不时蓄意打击这些宗教（Ｒｏｓｅ，２０１４）。 但琐罗

４１１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９． ２



亚斯德教没有强传教动力，所以萨珊帝国一般不强迫其他宗教信徒改

宗琐罗亚斯德教。 因此，萨珊帝国境内存在着一定的宗教多元性。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零和扩张宗教的主要代表。 它们都宣称自己

是唯一真理、神的终极启示，其他宗教则是扭曲、谬误、虚妄与邪恶的。
它们的来世观也相当零和———人死后不是上升到永恒的天国，就是在

地狱里受永久的惩罚。 正确的信仰是通往拯救的唯一路径，而异端将

人引入歧途，故不能被容忍。 出教者是对真理的背叛，也不能被容忍。
两教都致力于普世的拯救，以转化其他信仰者为义务和使命。 将基督

教或伊斯兰教奉为国教的帝国因此倾向于镇压异端和出教者，且不惜

使用各种手段将“唯一正确”的宗教加之于民众。 这就是为什么基督

教帝国和伊斯兰教帝国的容忍度与其他前现代帝国比起来偏低。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同为零和扩张性宗教，但信奉基督教和伊斯兰

教的帝国却分列在宗教宽容度的第四、第五和第六梯队。 要了解造成

这些帝国宗教政策差别的原因，须重提本文的理论要义：一个帝国国教

的零和性和 ／或扩张性越强，该帝国的宗教政策就越不宽容。 基督教帝

国和伊斯兰教帝国的宗教政策之所以有明显差别，是因为被奉为国教

的宗教在零和性或扩张性方面有明显的不同。
第一，虽然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反对多神教，视其为偶像崇拜，是

对唯一真神的亵渎，但在对待其他一神教的态度上，两者有较大的差

异。 对于基督教来说，所有其他一神教都是不可容忍、需被铲除的异

教，但犹太教是例外。 这是因为在基督教的观念中，犹太人是耶稣事迹

真实存在的活证（ ｌｉｖｉｎｇ 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 （Ｒｉｓｔ， ２０１６）。 不过，基督教同时强

调，因为犹太人拒绝接受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并导致耶稣受难，他们

必须遭受四处离散和被奴役的命运（Ｃｏｈｅｎ，１９９９：３５）。 相形之下，伊
斯兰教更宽待其他一神教。 尽管伊斯兰教认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启示

是不完全和扭曲的，但作为一神教系统的后来者，伊斯兰教对与它渊源

颇深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给予了尊重。 伊斯兰教的零和性因此要比基督

教弱一些。 这导致大多数伊斯兰教帝国宗教宽容度都处在第四梯队，
高于主要排在第五梯队的基督教帝国。

第二，在零和宗教的主导下，少数宗教派别往往会被当作异端而遭

受打压。 在严酷打压下，这些宗教派别的教义往往变得更具零和性。
这样的宗教派别一旦被奉为国教，帝国宗教政策就会变得极不宽容。
例如，十二伊玛目什叶派在逊尼派主导的伊斯兰世界里处于少数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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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被压制，当它被萨法维帝国奉为国教后，帝国的宗教政策受它的影响

变得很不宽容，因而排在了第六梯队。
第三，如果一个宗教从强势地位跌落并受过打压，当它卷土重来又

被奉为国教时，往往有很强的“光复”动力，会表现出比原先更为强烈的

零和性和扩张性，受它左右的帝国对其他宗教的宽容度会比原来低。 例

如，琐罗亚斯德教在阿契美尼德帝国后期地位一度很崇高，在帝国覆亡

后，它失去了往昔的地位。 在萨珊帝国尊它为国教后，它对其他宗教要

比在阿契美尼德帝国后期远为严苛。 再如，自 ４ 世纪以来，不论在罗马

还是西哥特人治下，基督教一直是伊比利亚半岛的主导宗教。 自 ８ 世纪

始，半岛的大部地区被倭马亚哈里发和科尔多瓦哈里发等不同的伊斯兰

教政权所统治，基督教徒虽可继续实践他们的宗教，但地位居于穆斯林

之下。 同一时期，西班牙北部的几个基督教王国不时与穆斯林势力作

战，这被史家视为再征服运动的开始。 １３ 世纪初开始，在十字军东征的

影响下，再征服运动逐渐被定义为一场在伊比利亚半岛光复基督教的战

争。 随着１４９２ 年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最后据点被攻陷，再征服运动

以基督教势力的胜利告终。 东山再起的基督教势力对其他宗教进行“反
攻倒算”，西班牙帝国也因此以宗教不宽容而臭名昭著，排到了第六

梯队。
可见，通过分析帝国尊奉的国教的特性，尤其是考察它们的零和性

和扩张动力的强弱，我们可以对所考察帝国宗教宽容度进行大体排序。
总体来说，尊奉非零和、具有弱扩张动力的儒教或多神教的帝国的宗教

宽容度要大于零和性强但扩张动力弱的琐罗亚斯德教影响下的帝国，
而后者的宽容度又要大于零和性与扩张动力俱强的伊斯兰教帝国和基

督教帝国。 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由于伊斯兰教的零和性要弱于

基督教，因此伊斯兰教帝国的宗教宽容度要大于基督教帝国。

（二）教权与政权力量对比

在本文的理论框架中，政教关系包含了两个主要面向，其一是国教

的性质，其二是教权和政权的力量对比。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教权越

是凌驾于政权之上，该国国教的性质，即它的零和性和扩张性的强弱就

越可能在它的宗教政策中得以昭显。
从政教力量对比出发，本文将国家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教权主导

国家，或者说政权受教权极大牵制的国家。 比较典型的是神圣罗马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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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成型后的萨法维帝国。 神圣罗马帝国处在一个天主教共同体之下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ｅｃｕｍｅｎｅ）。 在这一体系里，每个人的灵魂救赎都仰赖教会，
而教会逐渐成了一个中央集权式的政治 ／宗教组织集合体，各国的主教

听命于教皇，教皇是至高无上的宗教权威，君王的合法性也要依靠教廷

的加持。 萨法维帝国在创建后不久奉十二伊玛目什叶派为国教，因境

内的传教师们没有受过正规什叶派的训练，便从伊拉克、叙利亚等地延

请了十二伊玛目什叶派的宗教学者来襄助建立什叶派的宗教体制。 这

些学者很快就成了宗教事务方面的权威，权威大到甚至可以挑战君王

的合法性，政权因此受制于教权（Ｄａｌｅ，２００９）。 第二类是政权主导国

家，即政权凌驾于教权之上的国家。 与神圣罗马帝国相比，拜占庭帝国

的政权对教权的控制能力显然要大得多。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经常严

重受制于罗马教廷（Ｈｅｒｒｉｎ ＆ Ａｎｇｅｌｏｖ，２０１２），而拜占庭皇帝则牢牢地

将东正教会置于自己的控制下。 奥斯曼帝国和萨法维帝国是并存一时

的两大伊斯兰教帝国，但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对宗教事务有很强的控制

力，伊斯兰教教长俨然成了帝国官僚，这与受教权掣肘的萨法维帝国形

成鲜明对比（Ｄａｌｅ，２００９）。
与教权主导国家相比，政权主导国家更易摆脱宗教意识形态的束

缚，宗教政策更能从实用主义出发，对非国教的宗教表现出较大的灵活

性。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与更受制于教权的神圣罗马帝国相比，拜占庭

帝国对犹太教更宽容一些，也解释了为什么深受教权左右的萨法维帝

国会比奥斯曼帝国更不宽容。

（三）帝国的治理能力

本文以政教关系为中心的解释框架最主要的替代理论是国家能力

理论。 其核心论点是：一个帝国的国家治理能力越强，该帝国的宗教政

策就越倾向不宽容。 前文明确指出，国家能力说无法解释前现代帝国

在宗教宽容度上所呈现的六个梯队的差别。 本文并非完全否认国家能

力的作用。 然而，与政教关系理论相比，国家能力理论只能解释较为细

微的差异。
国家能力是社会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如 Ｅｖａｎｓ， １９９５； Ｍｉｇｄａｌ，

１９８８；Ｚｈａｏ ＆ Ｈａｌｌ， １９９４）。 本文不可能就此展开充分讨论。 就本文的

问题而言，笔者认为影响帝国治理能力的要素应当包括帝国核心地区

人口占全帝国人口的比例、核心地区与边缘地区间的文化同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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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ｕｒｂａｎｋ ＆ Ｃｏｏｐｅｒ，２０１０；Ｍａｎｎ， １９８６；赵鼎新，２００９）、帝国在境内的交

通设施和通信能力（Ｍａｎｎ，１９８６）、官僚集团的规模与效率（Ｂｕｒｂａｎｋ ＆
Ｃｏｏｐｅｒ，２０１０），等等。 这些因素越强大，帝国的治理能力就越强。 本文

认为，在相似的政教关系下，一个帝国的国家治理能力越强，它的宗教

政策就越倾向不宽容。
这就解释了对于同样尊崇非零和非扩张的多神教或儒教的帝国来

说，在政权对主导意识形态（国教）的势力集团都有很强的控制能力的

情况下，为什么蒙古帝国（含伊斯兰教化前的三大蒙古汗国）会高居宗

教宽容度最高的第一梯队，而基督教化前的罗马帝国与明、清帝国则只

能居于第二梯队。 蒙古人所建的各个帝国治理能力偏低，因为帝国核

心地区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小，而蒙古人与被统治族群之间

的文化差异很大。 按我们所列的衡量国家能力的指标，明帝国的治理

能力明显要高得多。 值得一提的是清帝国。 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尊

奉儒学，与汉族精英阶层建立起同质文化，从而使庞大的汉人地区成为

帝国的核心地区。 清统治者同时继承了前朝发达的官僚体制以及交通

与通信手段。 这些都使它的国家治理能力要比元帝国强大得多。 罗马

帝国有高度发达的道路交通、规模巨大的全国性市场以及高同质性的

精英文化（Ｂｕｒｂａｎｋ ＆ Ｃｏｏｐｅｒ，２０１０；赵鼎新，２００９）。 这些条件都大大提

高了罗马帝国的国家能力（Ｍａｎｎ，１９８６）。 明、清和罗马帝国较为强大

的国家力量给了它们干涉、控制宗教事务的欲望和能力，从而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了这几个帝国的宗教宽容度。
同样的逻辑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在伊斯兰帝国中奥斯曼帝国、

科尔多瓦哈里发、莫卧儿帝国的宗教政策相对比较宽容。 奥斯曼帝国

攻下君士坦丁堡和巴尔干的大部分地区后，所面对的是庞大的基督徒

人口以及经济和文化非常发达的异族文明。 科尔多瓦哈里发所面对的

也是当地人口众多的基督徒和深具经济实力的犹太人。 莫卧儿帝国更

是如此，人口极少的穆斯林统治阶层深陷于印度教徒海洋中。 虽然这

些帝国的宗教政策遵循了伊斯兰帝国的基本模式，但这些帝国更为宽

容的宗教政策都是在有限的国家治理能力之下不得已的选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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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即便如此，出于对宗教的虔诚和狂热，这些帝国的个别君王还是会偏离较为宽容的宗教

政策，这再次证明了意识形态的主导性。 如莫卧儿帝国的奥朗则布就因为虔诚的逊尼派

信仰而放弃了前几任皇帝的宽容政策，引发了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的叛乱，导致国运急

转直下，帝国很快就分崩离析。



五、总结与讨论

前现代帝国的统治者需要在十分有限的交通和通信设施以及弱小

的官僚组织的支持下统治广袤的疆域与多样的族群，因此不得不对所

统治地区采取各种间接统治的手法。 然而，间接统治下的地方自主性

和文化多元性也会给帝国带来因离心力过强而分崩离析的危险。 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前现代帝国很难不受到世界宗教的诱惑。 首先，与世界

宗教的结合可以弥补统治能力的不足。 世界宗教可以促成一个跨地

域、跨族群的涂尔干意义上的道德共同体的产生。 借助世界宗教，帝国

可以增强对社会的整合能力和渗透力。 借用曼（Ｍａｎｎ，１９８６）的说法，
意识形态影响力所达的范围可以远超军事、政治的势力范围。 其次，世
界宗教的教义也能为帝国的统治者提供强有力的统治合法性基础。 前

现代帝国将某一世界宗教奉为国教也可能出于不得已。 比如，有些世

界宗教传教动力很强，导致其信徒在帝国治下的人群中占很大比例，这
就会倒逼帝国统治者尊奉该宗教为国教。 帝国统治者奉某一宗教为国

教有时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 如果邻国多以某一宗教为国教，为了

减轻邻国敌意，或为了结盟，帝国统治者可能会选择转奉该宗教为国

教。① 当然，帝国统治者也会出于个人信仰而强行将自己归信的宗教

扶立为国教。 需要强调的是，不论出于什么原因，一旦某一世界宗教被

成功地立为国教，并与政权达成稳固结合，它会成为帝国政治合法性的

基石，并形塑精英的思维模式乃至国家与社会关系，而帝国对待其他宗

教的政策模式就不得不受国教性质的牵引和制约。 本文认为，在何种

程度上帝国能容忍宗教多元以及实施灵活变通的宗教政策，要看帝国

所尊奉国教的零和性和传教动力的强弱，以及教权牵制政权的力量

大小。
前现代历史中出现了不少扩张性很强的宗教。 在这些宗教中零和

性最强的当属基督教。 １６ 世纪，基督教分裂成天主教和新教两大阵

营，各自与不同的政权相结合，双方都延续了传统基督教的零和性和扩

张性，为了捍卫唯一“真理”而视对方为异端。 于是，前现代欧洲大地

上，连绵不绝、多国参与、民众广泛投入的宗教战争演绎出了零和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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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伊尔汗国的合赞汗奉伊斯兰教为国教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思维史无前例的残酷性。 也正由于这史无前例的惨烈和谁都赢不了谁

的死局，才使宗教宽容与宗教自由的观念之后在欧洲赢得了广泛共鸣。
从极端宗教不宽容的土壤里生长出宗教宽容与宗教自由之花，这是历

史的辩证发展。 但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虽然近代以来基督教已经在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它的零和扩张思维模式，但零和扩张思维不只附于

宗教的躯体。 近代西方产生的各种世俗意识形态其实都深深印上了零

和扩张思维的烙印，它们定义了当代世界的基本政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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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ｏｌｏｄｚｉｅｊｃｚｙｋ （ ｅｄｓ．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Ｅｍｐｉｒｅ：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Ｈｅｒｒｉｎ，Ｊｕｄｉｔｈ ＆ Ｄｉｍｉｔｅｒ Ａｎｇｅｌｏｖ ２０１２，“Ｔｈ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Ｇｒｅｅｋ ａｎｄ Ｌａｔｉｎ． ” Ｉｎ
Ｐｅｔｅｒ Ｆｉｂｉｇｅｒ Ｂａｎｇ ＆ Ｄａｒｉｕｓｚ Ｋｏｌｏｄｚｉｅｊｃｚｙｋ（ｅｄ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Ｅｍｐｉｒｅ：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Ｈｕｍｅ， Ｄａｖｉｄ １９５７，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ＣＡ：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Ｈｕｓｓｅｙ， Ｊ． Ｍ． ２０１０， Ｔｈｅ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 Ｃｈｕ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Ｂｙｚａｎｔｉｎｅ Ｅｍｐｉｒ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Ｋａｍｅｎ， Ｈｅｎｒｙ ２０１４， Ｔｈｅ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Ｉｎ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ＣＴ：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Ｋａｐｌａ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Ｊ． ２００９，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Ｆａｉｔｈ：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ｏ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Ｋｕｍａｒ， Ｋｒｉｓｈａｎ ２０１７， 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ｅ： Ｈｏｗ Ｆｉｖ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Ｓｈａｐｅ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ＮＪ：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Ｌａｉｔｉｎ， Ｄａｖｉｄ Ｄ． ２００９， “Ｅｍｐｉｒｅｓ ｉｎ Ｍａｃｒｏ⁃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１ （３） ．
Ｌａｎｅ， Ｇｅｏｒｇｅ ２００６，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ｎｇｏｌ Ｅｍｐｉｒｅ． Ｗｅｓｔｐｏｒｔ， ＣＴ：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Ｌｅｗｉｓ， Ｂｅｒｎａｒｄ １９９４，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Ｍａｌｌｏｗａｎ， Ｍａｘ １９８５， “ Ｃｙｒｕｓ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５５８ － ５２９ Ｂ． Ｃ． ） ． ” Ｉｎ Ｉ． Ｇｅｒｓｈｅｖｉｔｃｈ （ ｅｄ． ），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ｒａ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Ｍａｎ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１９８６，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Ｖｏｌｕｍｅ １，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ｔｏ ＡＤ １７６０．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Ｍｅｎｏｃａｌ， Ｍａｒíａ Ｒｏｓａ ２００２， Ｔｈｅ Ｏｒｎａ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Ｈｏｗ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Ｊｅｗｓ，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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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ｅａｔｅｄ 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Ｓｐａ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Ｌｉｔｔｌｅ Ｂｒｏｗｎ．
Ｍｅｓａ， Ｅｎｒｉｑｕｅ Ｓｏｒｉａ ２０１２， “Ｌｏｓ Ｍｏｒｉｓｃｏｓ Ｑｕｅ Ｓｅ Ｑｕｅｄａｒｏｎ． Ｌａ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ｃｉａ ｄｅ Ｌａ Ｐｏｂｌａｃｉóｎ ｄｅ

Ｏｒｉｇｅｎ Ｉｓｌáｍｉｃｏ Ｅｎ Ｌａ Ｅｓｐａñａ Ｍｏｄｅｒｎａ （Ｒｅｉｎｏ ｄｅ Ｇｒａｎａｄａ， Ｓｉｇｌｏｓ ＸＶＩＩ － ＸＶＩＩＩ） ． ” Ｖíｎｃｕｌｏｓ
ｄ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１．

Ｍｉｇｄａｌ， Ｊｏｅｌ Ｓ． １９８８． Ｓｔｒｏ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Ｗｅａｋ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ｔａｔｅ⁃Ｓｏｃｉｅ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ＮＪ：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Ｍｏｍｉｇｌｉａｎｏ， Ａｒｎａｌｄｏ ＆ Ｓｉｍｏｎ Ｐｒｉｃｅ ２００５， “Ｒｏｍａｎ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Ｄｅｔｒｏｉｔ， ＭＩ：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ｏｏｒｅ， Ｒｏｂｅｒｔ Ｉ． ２００８，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Ｐｅｒｓｅｃｕｔ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ｉａｎｃｅ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９５０ － １２５０． Ｍａｌｄｅｎ， ＭＡ：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Ｎｅｕｓｎｅｒ， Ｊａｃｏｂ １９８３， “Ｊｅｗｓ ｉｎ Ｉｒａｎ． ” Ｉｎ Ｅｈｓａｎ Ｙａｒｓｈａｔｅｒ （ｅｄ． ），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ｒａ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Ｐｅｒｒｙ， Ｍａｒｙ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Ｈａｎｄｌｅｓｓ Ｍａｉｄｅｎ： Ｍｏｒｉｓｃｏ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ｐａｉ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ＮＪ：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Ｒｉｓｔ， Ｒｅｂｅｃｃａ ２０１６， Ｐｏｐｅｓ ａｎｄ Ｊｅｗｓ， １０９５ － １２９１．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Ｒｏｓｅ， Ｊｅｎｎｙ ２０１４， Ｚｏｒｏａｓｔｒ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 Ｂ． Ｔａｕｒｉｓ．
Ｓｈａｒｆ， Ａｎｄｒｅｗ １９７１， Ｂｙｚａｎｔｉｎｅ Ｊｅｗｒｙ ｆｒｏｍ Ｊｕｓｔｉｎｉａｎ 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Ｃｒｕｓａｄ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ｃｈｏｃｋｅｎ

Ｂｏｏｋｓ．
Ｓｕｎ， Ｙａｎｆｅｉ ２０１７，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ｉｓｍ ｉｎ Ｐｏｓｔ⁃Ｍａｏ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２２ （６）．
Ｗｅｂｅｒ， Ｍａｘ １９４６， Ｆｒｏｍ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Ｙａｒｓｈａｔｅｒ， Ｅｈｓａｎ １９８３ａ，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Ｃｏｍｍｏｎ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Ｖｉｅｗ． ” Ｉｎ Ｅｈｓａｎ Ｙａｒｓｈａｔｅｒ （ｅｄ． ），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ｒａ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 １９８３ｂ， “ Ｍａｚｄａｋｉｓｍ． ” Ｉｎ Ｅｈｓａｎ Ｙａｒｓｈａｔｅｒ （ ｅｄ． ），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ｒａ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Ｚａｇｏｒｉｎ， Ｐｅｒｅｚ ２０１３， Ｈｏｗ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Ｔｏ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ｍｅ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ＮＪ：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Ｚｈａｏ， Ｄｉｎｇｘｉｎ 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Ｌｅｇａｌｉ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Ａ Ｎｅｗ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Ｚｈａｏ， Ｄｉｎｇｘｉｎ ＆ Ｊｏｈｎ Ａ． Ｈａｌｌ １９９４， “Ｓｔａｔ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Ｌａｔ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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